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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其带来的危害包括海平面上

升、极端天气频繁发生等，进而会带来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冲突。

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而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又

主要来源于燃烧化石燃料 （煤、石油、天然气）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气体。

气候变暖和温室气体减排是一个多学科的课题。尽管科学家对于人类活动

是否造成了全球变暖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但一旦大多数国家认同了人类活

动直接导致气候变暖的观点并准备采取行动，气候问题就超出了单纯的科

学范畴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问题。不管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今后在

科学上有何定论，各国目前都必须应对关于气候谈判问题带来的政治和经

济冲击。

《京都议定书》是第一个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行动方案，其总量管

制和交易 （ｃａｐａｎｄｔｒａｄｅ）和基于市场的灵活减排实现机制得到了高度评

价。但是，《京都议定书》的弊端也广为诟病。一是其覆盖面只占全球排放

的３０％，而真正纳入排放权交易计划 （ＥＴＳ）的排放只占全球排放的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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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议定书框架下，２０１０年的全球排放将只比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减少

１５％。即使该议定书延期，它对遏制全球变暖产生的作用也十分有限。二

是在现有框架下，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缺少激励加入全球减排行动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２００６）。因此，需要有一个更有效的新协议来替代 ２０１２年到期

的 《京都议定书》。２００９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将确定后京都时代温室

气体减排方案。

目前，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案，以期替代 《京都议定书》。其中，有些主

张彻底抛弃 《京都议定书》而代之以一个全新的框架；有些人则主张用征

收碳税的方法来取代总量管制和交易机制。在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方案方

面，有些缺乏内在一致的理论依据，有些则充满实用主义和主观价值判断。

这些方案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发展中国家的权

益 （参见 Ａｌｄｙ，Ｂａｒｒｅｔｔ和 Ｓｔａｖｉｎｓ，２００３；Ａｌｄｙ和 Ｓｔａｖｉｎｓ，２００７；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０８；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２００６；Ｗｅｉｔｚｍａｎ，１９７４；Ｓａｇａｒ和

Ｋａｎｄｌｉｋａｒ，１９９７）。

尽管 《京都议定书》根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的原则不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但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

益并未因此而得到充分保护。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难以有参与全球减排

行动的动力，从而全球减排目标也就难以达成。因此，新的国际协议要被发

展中国家接受并严格履行，就必须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本文旨在探讨一种充分保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理

论，并相应提出覆盖所有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后京都时代全球解决方案。

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先讨论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学属性，以找出解决

问题的思路。在第三部分，我们提出界定各国温室气体排放权的理论框架，

以及减排的全球解决方案。在第四部分，我们用虚拟数字对该方案进行模

拟，以具体说明其要点。第五部分进一步揭示我们理论框架的实质含义，并

对相关重大原则性问题进行澄清。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二　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学属性

温室气体的经济属性由其以下的自然或技术属性决定。第一，由于大气

层的流动性，无论哪一国排放温室气体，地球上所有人类均受害。第二，温

室气体在大气层中留存和危害期长。比如，二氧化碳在 １００年中会衰减一

半，但数百年后仍有２０％留存 （ＩＰＣＣ，２００７ａ，８２４）。目前大气层中留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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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后所排放的。第三，温室气体危

害具有非竞争性，即每个人遭受的危害不会因人口的增加而减少。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生产活动需要直接或间接排放温室气体。只不过，

不同国家单位产出的温室气体排放密度不一样。虽然温室气体排放给人类带

来危害，但同时又给人类带来好处，它是目前人类追求发展必不可少的条

件。但是，如果全球温室气体累积到一定程度，则其产生的危害终会超过好

处。大多数科学家同意，全球温室气体必须控制在 ４５０～５５０ＰＰＭＣＯ２ｅ范

围之内，超过这一界限地球将有灾难性后果，尽管这种后果是否真的会发

生仍有不确定性 （ＩＰＣＣ，２００７；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７；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８）。一旦人们认

识到温室气体不可能无限制地排放，温室气体排放额度就成为一种稀缺资

源。但是，如何让所有国家一致行动以保证全球减排目标实现却是一个巨

大挑战。

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的好处由各国排他性地独占，但产生的危害却由地球

上所有同代及后代人共同承担。由于大气层属于公共资源，各国的排放权并

未明确界定，每个国家的最优选择就是排放 “越多越好”。过度排放导致全

球变暖，出现所谓的 “公地悲剧”（Ｈａｒｄｉｎ，１９６８）。同时，由于低排放国也

遭受高排放国的净外部危害，逻辑上高排放国应就其超额排放向低排放国进

行补偿。但是，只有首先明确界定各国的排放权，才能根据各国实际排放量

计算其超额排放量。一旦各国排放权得到明确界定和严格保护，则各国的排

放量就会受到严格约束，全球总排放额度才可能不被突破。可见，产权的界

定直接改变各国排放的行为模式。

减排会使预期损失减少，而在给定收入水平的条件下，损失减少就相当

于福利增加。这是减排的好处。减排的成本或坏处，则表现为减排国短期内

产出减少或投入增加。由于温室气体的流动性，单个国家减排成本要由自己

独自承担，但产生的好处却为全球共享。或者说，减排的好处具有非竞争

性，但好处却不能由减排国家排他性地独占。这样，为了实现各自成本最小

化，每个国家就都会选择 “不减排”或 “搭便车”，全球合作进行减排的理

性行为就难以自发达成。如果减排国能将减排的全部好处排他性地占有，则

各国的最优策略就会从 “不减排”变为 “减排”。然而，现实中这一点很难

做到。如果一国排放权得以界定，则一国减排就可以增加其可出卖额度

（或者减少其所需购买额度）。这样，减排的好处就可以全部由减排国得到，

而国际排放权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则包含了一国减排对他国好处的所有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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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实际上可以归为一个 “如何界定或分

配各国排放权”的问题。根据科斯定理 （Ｃｏａｓｅ，１９６０），只要各国初始排放

权得到明确界定，则国际排放权交易体系 （ＩＥＴＳ）就会让减排机会成本最

低的国家去实际减排，全球减排成本就会最小化，最终形成全球最优实际排

放权结构。科斯强调产权界定对于社会成本最小化的作用，对初始产权如何

界定则并不关心，从而也没有给出如何界定温室气体初始排放权的答案。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 Ｈａｒｔ（１９８６）、Ｈａｒｔ和 Ｍｏｏｒｅ（１９９０）则强调，在存在交易费用

的条件下，不同的产权结构会有不同的效率，从而会有一种产权结构是最有

效率的。

那么，如何界定各国的温室气体初始排放权也即产权？大气层是典型的

全球公共资源，而地球上各种公共资源的分配更多时候是先占先得或依靠各

国实力博弈的结果。更何况，温室气体排放权界定涉及扭曲的历史排放问

题。因此，我们需要从公认的原则出发，根据温室气体排放独特的自然属性

和经济属性，找到一种客观公正而又简单的界定或分配各国初始排放权的理

论依据和方案。

三　一个理论框架和全球解决方案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理论框架

　　我们用图 １表示温室气体排放的时间维度。排放权的界定 （或分配）

包括两个时期：历史时期 Ｔ０～Ｔ１，和未来时期 Ｔ１～Ｔ２。

图 １　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权划分的时间维度

注：假定 Ｔ０代表工业革命时期或其他时间点；Ｔ１代表当前 （比如 ２００８
年）；Ｔ２代表某一未来时点 （比如２０５０年）。

我们以国家为界限界定排放权，至于各国内部如何进一步界定排放权，

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由于温室气体具有流动性、惰性及危害的非竞争性，

我们假定，无论一国排放多少，其排放产生的危害均由地球上所有人共同承

担。每个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不仅给自身造成危害，也给其他国家所有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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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危害。当这些外部危害彼此 “抵消”后，超排的国家仍然对其他国家产

生 “净”外部危害。① 界定 （或分配）一国排放权的问题可以被视为如何

防止一国对他国施加净负外部性的问题。产权界定问题具有双面性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科斯关心的是社会成本问题，并不在乎将产权界定给排放方
还是受害方。由于将产权界定给排放方还是受害方对于排放权分配的公正性

至为关键，我们确定以下原则：任何一国均没有无偿对他国施加净外部危害

的权利，或者任何一国均有不无偿承担他国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净外部危害

的权利。如果一国的排放对他国产生净外部危害，则应对受害国进行补偿。

这样，各国均不对他国产生净外部危害的排放量，就成为一个基准线。我们

将这一基准排放量定义为各国应分配的初始排放权。从上述原则和定义出

发，我们可以证明如下命题：

命题：当且仅当各国人均排放相等时，各国排放才均不对他国产生

净外部危害。这一排放量，即为各国应分配的初始排放权。如果一国实

际排放高于其初始排放权，则必须就其超额排放对他国进行相应补偿。

反之则反是。

证明：由于本文不讨论一国内部排放权的分配问题，为简便，我们假定

一国国内每人的实际排放相等，均为该国人均实际排放 ｅｉｊ，一国人口为 Ｎｉ，

全球人口为 Ｎ＝∑ Ｎｉ。其中 ｉ＝１，２，…ｎ，表示不同国家。ｊ＝１，２分别

代表 Ｔ０～Ｔ１和 Ｔ１～Ｔ２两个不同时期。ｊ时期全球人均累积留存排放为 ｅｊ＝

∑ｅｉｊ·Ｎｉ
Ｎ

。由于每个人的排放产生的危害由全球所有人共同承担，故每个

人的排放对地球所有其他人产生的外部危害是 ｅｉｊ（Ｎ－１）的函数。每个人

遭受的温室气体排放危害为∑
ｎ

ｉ＝１
ｅｉｊ·Ｎｉ＝ｅｊ·Ｎ的函数②。其中，每个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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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科学至今不能完全确定早期的碳排放是否对地球产生了负效应。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科学

地确定 Ｔ０从哪一时点开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主要分歧是 Ｔ０应从何时开

始。我们的排放账户方案对这一问题持开放态度，只要：第一，这一开始年份能够被证明

是正当的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第二，必须有人对目前大气层中历史排放且仍然留存的温室气体负

责，不能对其视而不见。

在现实中，尽管全球变暖对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的影响并不完全相等，但全球变暖对

全体人类造成危害却是事实。因此，为分析上的简便，这种危害相等的假定是可以接受

的。



排放对自己产生的危害为其实际排放ｅｉｊ的函数，每个人被外部排放造成的危

害为∑
ｎ

ｉ＝１
ｅｉｊ·Ｎｉ－ｅｉｊ的函数。由于假定一国之内每个人排放均相等，故一国

之内所有人排放产生的相互危害彼此抵消，每个人产生的额外外部危害，就

均为对他国国民的净外部危害。在没有补偿机制的条件下，每个人的排放对

他国均不产生净外部危害，当且仅当：

ｅｉｊ（Ｎ－１） (－ ∑
ｎ

ｉ＝１
ｅｉｊ·Ｎｉ－ｅ )ｉｊ ＝０ （１）

而每个国家排放对他国均不产生净外部危害，当且仅当：

［ｅｉｊ（Ｎ－１）］·Ｎｉ (－ ∑
ｎ

ｉ＝ｎ
ｅｉｊ·Ｎｉ－ｅ )[ ]ｉｊ

·Ｎｉ＝０ （２）

将∑
ｎ

ｉ＝１
ｅｉｊ·Ｎｉ＝ｅｊ·Ｎ代入 （２），我们有 ｅｉｊ＝ｅｊ，得到当且仅当 “各国

均不对他国产生净外部危害的排放量”，也即我们定义的各国人均应分配的

初始排放权 ｅｒｉｊ。这样，各国人均应分配的初始排放权为：

ｅｒｉｊ＝ｅＪ （３）

如果一国人均实际排放大于其人均初始排放权即 ｅｉｊ＞ｅ
ｒ
ｉｊ，或大于全球人

均水平即 ｅｉｊ＝ｅＪ，其排放就对他国产生额外的外部危害，需要对超额排放进

行补偿。反之则反是。用 ｅｔｉｊ表示一国人均超额排放量，则 ｅ
ｔ
ｉｊ＝ｅｉｊ－ｅ

ｒ
ｉｊ。假定

ｐ为有 ＩＥＴＳ时单位排放权的均衡价格或没有 ＩＥＴＳ时的影子价格，则补偿额

为 ｙ＝ｐ·ｅｔｉｊ。

这样，全球不同时期的各国人均排放权分配为矩阵 ［ｅｒｉｊ］。它根据 “任

何一国均没有无偿对他国施加净外部危害的权利”的原则解决各国温室气

体排放权的界定问题，从而就将各国排放权的分配建立在一个客观而非主观

的标准之上。在产权界定后，ＩＥＴＳ交易会形成全球最优排放结构，即矩阵

［（ｅｒｉ＋ｅ
ｔ
ｉ）］。后者也即科斯 （Ｃｏａｓｅ，１９６０）所说的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最优产

权结构。但是，由于 Ｔ０～Ｔ１期间的历史排放是在温室气体排放产权未界定

的情况下发生，只要重新考虑排放成本，则不论如何界定各国历史排放权，

Ｔ０～Ｔ１期间的全球实际排放结构 ［ｅｉ１］均不太可能为最优。这种非效率状

况当然与 ｅｒｉ１＝ｅ１无关。Ｔ１～Ｔ２期间的全球实际排放结构则为帕累托最优，

可以在排放上同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在现实中，由于完全准确地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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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实际排放量 ｅｉｊ涉及大量交易费用，在提高测度的准确度、产权执行程度

与减少交易费用之间就会有一个两难冲突，故测度并执行的各国实际排放量

与真实值之间就总会有误差。这样，（ｅｉｊ－ｅ
ｔ
ｉｊ） －ｅ

ｒ
ｉｊ＝εｉｊ≠０的情形就总是会

出现。上面两难冲突决定的 εｉｊ值，即为张五常 （Ｃｈｅｕｎｇ，１９７０）所说的最

优外部性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因此，在界定或分配每个国家的初始排放权时，人均的原则应内在一致

地应用在： （１）所有时期，即 Ｔ０～Ｔ１以及 Ｔ１～Ｔ２，以及 （２）所有国家，

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各国人均历史累计初始排放权以及

未来分配的初始排放权均应相等。

基于国家排放账户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解决方案

从公式 ｅｒｉｊ＝ｅｊ即人均相等原则出发，我们可以确定每个国家的排放权，

并根据各国实际排放和国际排放权交易情况核算其排放权账户余额，为每个

国家建立起国家排放账户。

每个国家的总排放权为：

Ｅｒｉｊ＝ｅ
ｒ
ｉｊ·Ｎ

ｔ
ｉ ＝ｅｊ·Ｎｉ （４）

如果一国实际总排放 Ｅｉｊ高于其总排放权 Ｅ
ｒ
ｉｊ，该国就应从他国购买排放

指标 Ｅｔｉｊ。我们有：

ｅｊ·Ｎｉ＋Ｅ
ｔ
ｉｊ＝Ｅｉｊ （５）

各国在不同时点的国家排放权账户余额 Ｂｉｊ：

Ｂｉｊ＝ｅｊ·Ｎｉ＋Ｅ
ｔ
ｉｊ－Ｅｉｊ （６）

根据每个国家的初始排放权 Ｅｒｉｊ，实际排放量 Ｅｉｊ以及从国外购买 （卖

出）的排放权额度 Ｅｔｉｊ，我们就可以为每个国家建立起国家排放账户。

每个国家截至 Ｔ２时国家排放账户上的总余额等于其 Ｔ０～Ｔ１期间的余额

加上 Ｔ１～Ｔ２期间新分配的额度以及从国外购买 （或卖出）的额度之和。每

个国家排放账户上的余额，就准确地代表它们各自在减排或排放上 “有区

别的责任”（或权利）。一旦所有国家的责任被明确界定，一个有效的国际

和国内减排合作机制就能够被发展起来。

国家排放账户法解决方案包括三个步骤。

第一步，根据人均相等的原则界定每个国家 Ｔ０～Ｔ１期间的排放权。我

们就可以将超排国家模糊不清的 “历史责任”转化成清晰的国家排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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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欠排国家则有历史排放权盈余。由于 Ｔ０～Ｔ１期间没有排放权的国际

交易，且国际贸易商品中不包括排放成本，内涵转移排放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在理论上应被计算为进口国的实际排放。

第二步，科学设定未来 Ｔ１～Ｔ２期间的全球排放总量，并根据人均相等

的原则将这一额度在所有国家中分配。每个国家 Ｔ１～Ｔ２期间新增的排放额

度，加上其 Ｔ０～Ｔ１期间排放账户上的余额，就是其到 Ｔ２时的总排放额度。

由于排放权可以进行国际交易且排放成本会最终反映在贸易商品的价格之

中，转移排放问题就不再是测度各国实际排放时要考虑的一个特别问题。

第三步，建立包容开放、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和国内减排实现机制，

对各种有利于节能减排的国际、国内方案持开放态度，鼓励其相互竞争，但

这些方案的效果，均要最终反映到各国排放账户余额的变化上。这样，现有

国际合作机制和国内减排机制就可以广泛包容在排放账户方案之中。

国际层面：任何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均可以采用，但各种不同合作

方式的最终效果，必须最终反映到每个国家的国家排放账户余额的变化

上。

（１）国际排放权交易体系 （ＩＥＴＳ）：排放权跨国买卖相应地改变贸易国

家的国家排放账户余额。

（２）联合履约 （ＪＩ）：相应地改变合作国家的国家排放账户余额。

（３）清洁发展机制 （ＣＤＭ）：项目发生时，发达国家账户余额增加，发

展中国家账户余额相应减少。

（４）国际减排公共基金：向该基金出资的国家，其出资额按照国际排

放权市场价格换算成排放权额度，其国家排放账户余额相应增加。受益国则

按其受益大小，相应核减其账户余额。

（５）技术转移和 Ｒ＆Ｄ：其减排效果必须反映到国家排放账户余额的变

动上。

（６）其他。

国内层面：所有国家均可以自由选择其国内减排方式和路径，只要其排

放不超过其 Ｔ２时的总排放额度。有排放赤字的国家，必须运用各种方式在

目标时点消除其赤字。各国的目标是做到账户平衡。

（１）各国可以在其国内采取排放权贸易计划 （ＥＴＳ）、碳税、混合模式、

排放管制，或者其他任何减排措施。

（２）各国在遵守其总排放额度的前提下，自主安排其各年度排放额度，

制定出可信的减排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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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个示例性的测算

我们用一个虚拟的例子，来说明如何根据上面的理论和方案具体设立各

国的国家排放账户，实际方案则需要根据真实数据测算。假定世界由 Ａ类

发达国家和 Ｂ类发展中国家组成。两类国家的人口、当期排放、历史累积

排放留存，以及未来全球总排放额度等数据见表 １。为简便计，假定Ｔ０～Ｔ１
期间的转移排放为零。根据每个国家的人均排放权、实际排放、国际交易的

排放权，以及人口数，可以为每个国家建立起国家排放账户。为简便计，假

定各国 Ｔ１～Ｔ２期间人口数量保持稳定。

表 １　虚拟的各国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单位：人

Ａ　国 Ｂ　国 全　球

总量 人均 总量 人均 总量 人均

人口 　２００ — 　４００ — 　６００ —

当前年净排放（Ｔ１） ４００ 　２ ４００ １ ８００ １３３

Ｔ０～Ｔ１期间历史累积留存排放 ２８０００ １４０ １４０００ ３５ ４２０００ ７０

Ｔ１～Ｔ２期间未来全球总排放额度 — — — — ３００００ ５０

　　说明：历史累积留存排放是指考虑温室气体随时间衰减后的净留存排放量。

第一步：计算各国 Ｔ０～Ｔ１期间的国家排放账户余额 （注：由于各国现

人口的福利水平是基于其历史排放，故现人口为实际受益人或受害人）。

Ｔ０～Ｔ１时期世界人均历史累计排放为 ７０单位。转移排放假定为零。表

２结果意味着，Ａ类国家历史上多排放了１４０００单位的温室气体，而 Ｂ类国家

少排放了１４０００单位的温室气体。或者说，Ａ类国家到 Ｔ１时点有 １４０００单位

的排放权赤字，而 Ｂ国则有１４０００单位的排放权盈余 （见表２）。

表 ２　各国国家排放权账户 （Ｔ０～Ｔ１）

Ａ　国 Ｂ　国 全　球

排放权 ７０×２００＝１４０００ ７０×４００＝２８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

实际排放 ２８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

国际交易额度 ０ ０ ０

排放账户余额 １４０００－２８０００＝－１４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１４０００＝１４０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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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科学设定未来 Ｔ１～Ｔ２期间总的全球排放目标，并根据人均相

等原则计算 Ｔ１～Ｔ２期间各国的排放权。

假定 Ｔ１～Ｔ２期间的全球总排放额度为 ３００００单位，全球人均额度为 ５０

单位 （这一增速比以前要低），即在 Ｔ２时点大气层温室气体累积总量目标

是７２０００单位。假定 Ｔ１到 Ｔ２这一期间各国人口数不变。为简便计，我们不

考虑短期内温室气体的衰减。根据各国人均排放权相等的原则，Ａ国应分配

１００００单位额度，Ｂ国２００００单位。各国新分配的额度同其 Ｔ０～Ｔ１时期的余

额相加后，Ａ国仍有 ４０００单位排放赤字，Ｂ国则有 ３４０００单位盈余可用

（见表３）。

表 ３　各国国家排放权账户 （Ｔ１～Ｔ２）

Ａ　国 Ｂ　国 全　球

排放权 ５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０ ５０×４００＝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实际排放 待发生 待发生 待发生

国际买卖额度 待发生 待发生 待发生

排放账户累计余额（Ｔ１时点） －１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３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第三步：建立减排的国际合作机制。

在每个国家的排放权被明晰界定后，《京都议定书》中的国际排放权交

易 （ＩＥＴＳ）、联合履约 （ＪＩ）以及清洁发展机制 （ＣＤＭ）等灵活履约机制就

可以继续沿用。如果没有市场化的国际合作机制，则有排放权赤字的国家就

难以消除其赤字，减排资源也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优化配置。每个国家

在其国内既可以采取总量管理和交易的模式，也可以采取碳税，或者混合模

式 （ＭｃＫｉｂｂｉｎ和 Ｗｉｌｃｏｘｅｎ，２００８）。而且，每个国家可以在其减排路线图中

决定其 Ｔ１～Ｔ２期间各年度的排放额度，只要累计不超过其总排放额度即可

（短期内衰减因素可以忽略）。

表３中 “待发生”的国际排放权交易改变一国的排放账户余额，而国

内的交易则不改变一国的排放账户余额，只是为该国提供更有效率的市场化

履约机制。如果 Ａ国向 Ｂ国购买排放权指标，则 Ａ国的排放权账户余额就

相应增加，而 Ｂ国则相应减少。对于通过 ＣＤＭ机制完成的国际交易，则要

在增加 Ａ国余额的同时，相应核减 Ｂ国余额。这样，目前 ＣＤＭ存在的增量

排放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弊端 （比如，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８）就可以

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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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示例的启示

第一，简单比较两国当期年排放总量的做法具有误导性。例子中的 Ａ

国和Ｂ国的当期年排放量均为４００单位，但人均排放却相差悬殊。全球人均

年排放为 １３３单位，Ｂ国的人均排放仅为 １单位，远低于 Ａ国的 ２单位。

这意味着 Ａ国人均侵犯了 Ｂ国 ０６７单位的排放权，而 Ｂ国人均还有 ０３３

单位的排放增加空间。

第二，简单比较两国当前人均排放量也具有误导性。假定将表 １中 Ｂ

国的当期排放量作一下调整，从４００提高到８００，从而 Ａ国和 Ｂ国当前的人

均年排放相等。但是，由于 Ａ国的历史排放高于 Ｂ国，Ａ国仍然在侵犯 Ｂ

国的排放权益。Ａ国当前的排放赤字高达 －１４０００单位，而 Ｂ国则有 １４０００

单位的排放权盈余。

第三，一旦明确界定了各国的排放权且排放权可以相互买卖，则各国的

实际排放量就不能再作为衡量其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贡献的依据。比如，Ｂ

国可以集中全球所有制造业和其他排放产业，Ａ国则将其排放指标全部卖给

Ｂ国，然后集中发展无排放的服务业，并从 Ｂ国进口制造品。虽然此时全球

所有排放均发生在 Ｂ国，但却不意味着 Ａ国就为全球减排作出了更多贡献，

也不能因此指责 Ｂ国的高排放。两国对全球减排作出了同样贡献。只要这

种排放权分布结构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是由市场决定，则该结构就是全

球温室气体减排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四，Ａ国和Ｂ国之所以有不同的减排责任，根本原因并不是通常认为

的由于Ａ国富而Ｂ国穷 （即所谓减排能力差别），或者 Ｂ国有所谓的发展权

（ｒｉｇｈｔ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而是因为 Ｂ国额外承担了 Ａ国排放的害处 （Ａ国有

１４０００单位排放赤字）。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的结果也是富国应承担更多

减排责任，但我们方案背后的理论却有本质的不同。①

国家排放账户方案的优点

第一，该方案是 《京都议定书》的升级版：既克服了其缺点，又保留

了其优点。

全覆盖：该方案可以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一旦给每个国家

１２３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一个理论框架和解决方案

① 比如，ＵＮＦＣＣＣ（２００７）强调减排能力。一些方案则沿着此思路，主张将各国减排目标同

收入水平挂钩 （比如，Ｐｅｗ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５；Ｆｒａｎｋｌｅ，２００７）。这些做法缺乏理论上的正当性。



建立起国家排放账户，则将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不再有特别的

意义。碳泄漏的问题也因全覆盖而得以解决。

有效性：该方案根据全球总排放额度分配各国排放额度，而一旦全球总

排放额度设定，则全球减排量也就同时确定。该方案设定 “未来一段时期

全球总绝对排放额”的做法，不同于目前 “将未来目标年份的排放减少到

某一基准年份排放量一定百分比”的做法。

ＣＤＭ机制的问题被克服：该方案不仅可以克服 ＣＤＭ的 “额外排放”

问题，而且可以将 ＣＤＭ扩展为一种双向机制。即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同样可

以通过在发达国家投资减排项目而获取排放额度。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也可

以相互运用 ＣＤＭ机制。

第二，该方案将各国含糊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进行明确界定。

每个国家的排放账户余额，明确地代表其减排责任。国家排放账户就成为一

个测度和管理全球减排问题的有效工具。

第三，一旦各国的国家排放账户得以建立，则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

国家就都会有激励进行减排，因为减排越多，就可以出卖更多 （或者需要

购买更少）的排放额度。这样，减排就成为一种自利的行为。

第四，该方案具有非常强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它同目前已有的各种国际

合作方案和国内减排方案可以广泛兼容。

第五，对于未加入 《京都议定书》或者没有完成其减排承诺的发达国

家，它们对于减排的贡献和责任均真实地反映在其国家排放账户中。这也意

味着，不论未来采取何种减排国际协议，该方案的国家排放账户均可以成为

测度各国减排贡献和责任的一个标准。

第六，对于采取自愿性减排或减缓排放的发展中国家，其自愿减排会反映

为其账户余额的增加，从而其国内自愿减排行动就能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也

就是说，只要有了国家排放账户，则每个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努力就会

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并公正地得到利益补偿，发展中国家不会白白地自愿减排。

五　讨论

下面进一步揭示上述框架的理论含义，并讨论和厘清后京都时代国际减

排协议设计中涉及的一些重大原则性问题。

“压缩与趋同”如何影响不同国家的权益

“压缩和趋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的方案首先由全球公共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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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研究所 （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提出，之后得到一些发达国家响应。

“趋同”是指，每个国家当前的排放权由其当前的实际排放水平决定，但高

排放国人均排放权逐渐降低，而低排放国的人均排放权逐渐增加，到未来某

一目标年份 （如２０５０年）各国人均排放权相等。 “压缩”是指，全球总的

当期排放额在趋同过程中也逐渐压缩 （参见 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８，ｐ２０３）。趋同

论中根据各国当前的实际排放水平来分配其排放额度没有正当性，实际上照

顾了发达国家 （即 Ａ国）高人均排放的现实和既得利益。它给了 Ｂ国人均

排放水平继续上升的空间，看似也照顾了发展中国家 （即 Ｂ国）的利益，

但却实际上会侵占 Ｂ国的正当权益。姑且不论趋同论是否会考虑 Ａ国１４０００

单位的历史责任问题，它将 Ｔ１～Ｔ２期间本应从 Ｔ１时点起就按人均分配的排

放额度推迟至 Ｔ２，就意味着 Ａ国在 Ｔ１～Ｔ２期间可以继续不付任何代价地无

偿占用 Ｂ国很大一部分排放权，其排放继续对 Ｂ国产生净外部危害。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如何影响不同国家的权益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中承担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种做法为保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确立了一个

原则。根据我们的方案，在各国排放权得到明确界定后，则各国排放权账户

上的余额就是其正当权益。示例中 Ａ国 Ｔ１时点的排放权累计赤字高达 －４０００

单位，Ｂ国的排放额度则达 ３４０００单位 （包括了未来 Ｔ１～Ｔ２的新增排放额

度）。这些赤字和盈余，明确代表了各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上的权利和责

任。但是，如果不将 “有区别的责任”明确化，则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就可能被模糊掉。根据现有 《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发达国家被要求在当

前排放的基础上逐渐减少排放，发展中国家则未被要求强制减排。这看起来

只有发达国家在承担减排责任。实际上，Ａ国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在无偿占用

Ｂ国的排放额度。只不过，这种无偿占用被掩盖掉了。

设立 “全球减排公共基金”是否有效

发达国家如何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和资金一直是国际气候问题谈判的

一个重点。发达国家之所以被要求这样做，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应对其巨额历

史排放承担责任。目前，建立 “全球减排公共基金”的提议被广泛讨论

（参见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２００６；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８，Ｃｈ１０）。在 “有区别的责任”模糊不

清时，建立这样一个基金，可能被视为发达国家在 “妥善解决”排放问题

上的历史问题，所有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就站在了同一起点上，发达国家要求

发展中国家一起实施强制减排就有了正当性。但是，有了国家排放账户，这

种情况就能够避免。比如，当一个有排放赤字的国家为全球减排公共基金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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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了一大笔资金后，其排放赤字有可能只是仅仅降低了 ３０％，还有 ７０％的

排放赤字没有 “妥善解决”。

转移排放问题如何影响各国福利

转移排放问题是国际气候谈判中被广泛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们探

讨的方案中，只有在确认 Ｔ０～Ｔ１期间各国历史排放责任时需要考虑转移排

放的问题，因为这一期间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价格中未包含排放成本，而

Ｔ１～Ｔ２期间的排放权由于是按人均分配，排放成本已包含在贸易商品价格

之中，转移排放也就不再影响出口国福利水平。但是，如果有国家 （尤其

是重要的潜在的高排放产品出口国）未被包含在全球减排国际协议之中，

且不受排放额度限制，则原高排放产品出口国的出口部门就有可能因为排放

成本提高而被协议外国家的出口取代，从而影响其福利水平，而进口国的福

利则不受影响。因此，只有将所有主要国家纳入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协议，协

议国才不至于为躲避排放限制而将产业转移到非协议国家 （即碳泄露），减

排也不会对现有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产生大的冲击。

全球变暖：市场失败抑或政府缺位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被很多人视为市场失败的一个例子 （比如，

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７）。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减排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排放权界定问

题。产权制度是市场作用的基础。如果各国排放权不能得到明确界定和执

行，则市场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界定、执行和监督温室气体排放

权，正是政府的职能。只不过，温室气体减排是一个跨国界的全球性问题，

需要一个全球性的 “政府”来提供这种界定、执行和监督温室气体排放权

的 “全球性公共服务”。在这个全球性 “政府”职能缺失的条件下，各国排

放权得不到界定和保护，市场功能也就无从发挥作用。这样，将全球气候问

题归为市场失败也就没有依据，它更多的是政府职能缺失的一个例子。这表

明，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时，需要加快形成有效率的全球性治理结构。

人均原则对大的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

很多人可能以为，按照人均原则分配排放权的方案有利于人口众多的国

家，比如中国。实际并非如此。人均原则意味着，中国今后只能走一条低碳

经济增长道路，因为在这一原则下，中国累积的人均排放未来只能达到世界

平均水平，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高实际排放水平。因此，中国在未来

不可能像发达国家过去那样采取常规排放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ｓｕｓｕａｌ，ＢＡＵ）模式。

在人均原则下，中国面临着巨大的降低排放的压力。因此，排放账户方案追

求的是方案的正当性，而非为照顾哪一类特定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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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

本文从 “任何一国均没有无偿对他国施加净外部危害的权利”的原则

出发，形成了一个界定各国温室气体排放权的理论框架和基于国家排放账户

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解决方案。分析显示，只有按人均相等的原则来界定各

国历史累计排放权和未来初始排放权，各国的排放才均不会对他国产生净外

部危害。根据各国的初始排放权、实际排放量以及国际购买的排放额度，就

可以为各国建立起国家排放账户。每个国家排放账户上的余额，准确代表其

在减排上应承担的责任或权利。在初始排放权的基础上，各国开展包括排放

权交易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则各国的实际排放量就可以得到最优

化，全球减排资源也就可以得到最优配置。每个国家只要做到账户平衡，其

实际排放量可以背离其初始排放权。实际排放高于其初始排放权的国家，可

以通过购买或以各种合作方式获得排放权来平衡其账户。在核定 Ｔ０～Ｔ１时

期各国实际排放量时，应考虑各国的转移排放问题，但 Ｔ１～Ｔ２时期则不用

再考虑转移排放问题。该解决方案着眼于覆盖所有国家，但为提高可操作

性，可先期覆盖主要国家，其他国家只要条件成熟均可随时加入。

温室气体排放涉及多个学科，尤其涉及复杂的科学问题。上述方案仍然

只是一个原则性框架，其中有许多问题需要通过多学科合作深入研究，比

如，如何合理测度各国的历史排放；如何科学制定今后一定时期全球的新增

总排放额度；如何推进 ＩＥＴＳ所要求的各项国际国内制度建设；发达国家历

史上形成的排放权赤字在多长期限内消除，如何设计相关的国际交易、监督

和执行机制，等等。最终的国际减排方案的确定，取决于复杂的国际政治力

量的博弈，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无论如何，在国际气候问题谈判中，

应当有一个公正合理、得到广泛认同的评价利益得失的基准。这对包括中国

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目前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讨论，大都假定减排与经济发展存在两难冲

突。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新能源领域的创新加快，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逐渐

替代传统高排放发展模式，展现出巨大潜力。新技术之所以涌现，是因为市

场为这种创新活动提供了赚取利润的机制。如果各国排放权能够得到明确界

定和严格保护，并建立起相应的市场交易机制，则减排就成为一种有利可图

的行为。这将为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长远来看，温室

气体减排将会使人类社会更加繁荣和可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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